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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明代后期的艺术创作中，世俗趣味作为一种明显的特点在各类艺术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不论是在题

材选择上，还是在表述方式上，世俗趣味都得到了细致丰富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在整个明代占有独特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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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后期，一股世俗化的艺术潮流传扬开来，“从

俗”的审美倾向与文化观念，社会经济、政治、人文环

境的变化，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明代后期的艺术创

作具有鲜明的世俗趣味。同明代之前的各个时期相比，

世俗化文艺的激发，是明代后期艺术文化的一个显著特

征。除了说唱、戏曲等俗文化形式在明代后期蓬勃发展、

声势浩大之外，文学、绘画等艺术也都显现出不可抑制

的世俗化趋势。世俗趣味，成为明代后期艺术创作的重

要特点之一。 

 明代后期的艺术创作在题材选择上具有明显的世

俗取向，对市井生活的细致描写，对百姓人物的深刻勾

画，对凡俗情感的倾泄抒发，为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平

添了鲜明的尘世趣味。而在这些艺术创作中作者所采用

的叙事手法、结构方式以及语言风格，都带有极强的世

俗特点，更是令世俗趣味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一、题材选择的世俗取向 

 明代后期，市民阶层逐渐兴起壮大，提倡真、高扬

我的思潮也随之出现。这一时期心学对思想的解放，反

映了普通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心声与权利，在这种自由、

有我的思想影响下，艺术更加具有自由意识与革新风格，

打破了创作题材选择上的传统约束，开始反映市井阶层

的生活、人物与情感。 

第一，在带有世俗取向的题材中有市井生活的深描细写。

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生活发展，反射在艺术领域中，出

现一种合规律性的自由思潮。与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相

吻合，可以说，也代表当时市民文艺的一种特色，吴门

四家的创作共同地表现出一种倾向，即接近世俗生活，

经常使用日常题材，笔法风流潇洒。沈周、文征明、唐

寅、仇英等人当时活跃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本

身有着不太受约束的情感和观念，因此在他们的画中出

现了文人与世俗结合的因素。当时城市商品经济又十分

活跃，广大市民阶层对美术有多方面的需求，因此，大

批的民间画工和画铺出现并发展起来。画家通过对日常

生活的细致观察，在绘画中加以表现，这种带有情节性

的内容的描绘，成为绘画最大的特点。仇英就是其中的

代表之一，并且一生始终以职业画家或民间艺人的方式

从事艺术活动。“自然，社会的上升时期比衰微时期提

供了更丰富的素材，同样，也很自然，成熟的自身发展

完善的时代包含着某种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风俗画的

眼前景象，这些景象也可以成为由作品呈现出来的，如

实加以表现的东西”[1](P724)。从仇英的画作中可以看出，

他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了一定的再现，他看到了当时

市民阶层中最真实的画面，包括丰盛的宴席、刚刚兴起

的城市商业等等，他用带有世俗味道的作品记录了那个



时期绘画上出现的俗意。 

 在明代市民文艺的成长过程中，作为市民文学的小

说，数量尤为庞大，题材的选取也极为广泛，几乎涵盖

着市井生活的所有境况。明代后期冯梦龙的短篇小说集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中的许多

作品都有意地选取百姓十分关心的社会生活现象为题

材，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总体风貌。凌濛初的《初

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以反映市民阶层生

活为主要题材，通过描写社会下层世俗生活，反映了明

代后期市井生活的奇观。世情小说《金瓶梅》中关于市

井生活的描写更是极尽笔墨，“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

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

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

随在显见”[2](P150)。从第九十回中写：“原来是本县知

县相公儿子李衙内，名唤李拱璧⋯⋯那日穿着一弄儿轻

罗软滑衣裳，头戴金顶缠棕小帽，脚踏干黄靴，同廊吏

何不韦带领二三十好汉，拿弹弓、吹筒、毬棒，在杏花

庄大酒楼下，看教师李贵走马卖解，竖肩桩，隔肚带，

轮枪舞棒，做各样技艺顽耍，吸引了许多男女围着哄笑。”

不难看出，明代后期从南到北，玩风不减，市井生活的

俗趣可见一斑。 

 第二，在带有世俗取向的题材中有市井人物的鲜活

生动。明代后期，商业空前繁荣，城市大量兴起，“明

初以农为本的观念和道德至上的说教逐渐消解，长久以

来的封建桎梏被全社会的利益追求所打破”[3](P87)，人们

的思想、心理与个性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伴随着这些

转变整个社会充满着一种新鲜的气息。市民阶层的壮大

推动了有我精神的抬头，要求在艺术创作中宣扬个体的

人性，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 

 艺术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重在描绘人物。

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在《论艺术家》中曾明确指出：“一

个人习惯于使自己的心灵成为一面明镜，它能烛见整个

宇宙，随己所欲反映出各个地域及其风俗，形形色色的

人物及其欲念。”文艺作品一方面强调反映现实，同时

也强调了进行艺术创作时，作家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塑

造，在进行创作之前，作者“应该已经分析过各种性格，

体验过全部风俗习惯”[4](P113)，只有当作者在具备这些

条件的基础上进行人物的创作时，才能够做到使作品中

的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在描绘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上，

沈璟的戏曲创作不能不说具有典型的意义，在以十个相

对独立的喜剧构成的剧集《博笑记》中，沈璟以生花妙

笔绘制出一幅市井百姓的立体画卷：《巫举人》中忠厚

老实却不失威严的老店家，《贼救人》中可恶又可爱的

小偷，《假活佛》中令人深恶痛绝的和尚，都具有丰满

的个性风格。为了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明代后期的创

作者注意到人物的真实性，他们以日常生活中的市井真

实人物为原形，加以艺术的提炼与概括，将作品中的人

物塑造得有血有肉，能够描绘出生动的人物形象，使观

众如见其人，如临其境。 

 小说《金瓶梅》在描绘人物时，便是打破了描绘人

物单一性格的惯例，将人物的生存环境、经历等各种复

杂的因素糅合在一起，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从而令人

物更具有立体感。比如作者对潘金莲的描绘，既表现了

她的美貌伶俐，又突出了她的狠毒刁钻，人物之所以会

出现这样的对立统一，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注重

了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环境以及经历对人物所产生的影

响。同封建社会大多数女性一样，潘金莲在那个社会所

扮演的角色也同样是男性的玩物，一方面，她“对照花

容，犹如一汪秋水一般”，天生容貌姣好，但另一方面，

她的卑贱出身又使她变得阴险毒辣，在三妻四妾的西门

家，为了巩固自己的受宠地位，不能不逆来顺受，与其

他人勾心斗角，甚至利用自己喂养的白猫“雪狮子”咬

死了李瓶儿年仅一岁零两个月的儿子。可以看出，正是

人物所处的特殊的环境决定了人物的鲜明个性，人物显

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第三，在带有世俗取向的题材中有市井情感的抒放

倾泄。明代后期市民阶层的壮大使整个社会充满着一种

新鲜的气息，而著名思想家李贽提出的各种公开非议礼

教、挑战传统的言论，更是市民阶层思想要求的强烈反

映，表达出市民阶层渴望打破旧的社会意识形态，从中

解放出来的呼声。当市民阶层逐渐壮大起来，有我精神

逐渐抬头的时候，他们开始追求平等，要求与贵族一样



享有权利，因此，市民生活是宣泄抒放情感的，明代后

期艺术创作中对这一点也有着鲜明的体现。 

 李贽是明代后期著名思想家之一，他反对一切矫饰

和虚伪，他对以“童心”和“真心”为创作基础与方法

的倡导，为建筑在市民世俗生活基础上的带有写实风格

的市民文艺引导了一条可以抒放市井情感的创作道路。

“公安派”三袁的创作，直接受到了李贽思想的影响，

“袁宏道‘独抒性灵’的主张，与唐顺之‘直写胸臆’

的‘本色论’有某些相通之处，又与汤显祖的‘至情’

论有着精神上的联系，更直接受到李贽‘童心说’的影

响”[5](P95)。在在性灵说的影响下，公安三袁的作品突出

自我个性，文法不拘一格，积极表现个性自由，从题材

到表现，都是平常普通的日常生活，感情朴实无华，平

易近人，在小品文的创作中，他们将主观的个性与情趣

反映到客观的景物上，使自然景致无不具有人的性情。

公安派描绘北京早春天气的作品《满井游地》“燕地寒，

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局促

一室之内，欲出不得”，使用平实的笔调，对北京的早

春景色娓娓道来，直抒胸臆的特点显而易见。 

 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与这种抒放情感的精神是

相当一致的。汤显祖一贯强调真挚情感的作用，“世总

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

不出乎是”[6](P110)。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罗汝芳倡导赤子

之心，重视本心的顺畅流行；与泰州学派颇有渊源的思

想家李贽倡导的“童心”，这些思想都对汤显祖追求真

情的抒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汤显祖在‘情’、

‘理’关系问题上，反对宋明理学的以理制情，比之于

泰州学派更为激进，更为彻底” [7](P164)。在《牡丹亭记

题辞》中，汤显祖对“至情”做出了如下阐述：“天下

之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

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第云理

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种情感的倾泄，使

作品具有了冲破一切的力量，同时也满足了市井阶层对

真情的追求。 

 二、表述方式的世俗特点 

 明代后期，社会的市民生活达到一定的兴盛程度，

与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相呼应，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在

表述方式上开始力求通俗化，使用平易流畅的叙事手法，

采取灵活多样的结构方式，追求浅白通俗的语言风格，

这些表述方式的世俗特点，使明代后期的各类艺术创作

表现出强大的接受优势和很鲜明的平民性，展现出独特

的巨大魅力。 

 第一，平易流畅的叙事手法。明代后期艺术创作的

主要特点就是“俗”。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家看来，俗虽

然不雅，但不仅不是缺点反而是优点。俗被大众喜爱和

接受，其真正背景正是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市民趣味的形

成。市民阶层对通俗的民间娱乐形式喜闻乐见，不加排

斥，也正是因为这些通俗艺术多以娱人为主，且形式贴

近平民，无论是所表演的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适合市民

的审美情趣。 

 明代后期市民文艺是展现世俗生活的画廊，在这个

画廊之中，市民文艺展开了多方面的叙述，从对人情世

事的玩味，到对荣华富贵的钦慕渴望，这里的创作不再

具有文人士大夫艺术趣味的高雅和纯粹，而是充满了市

民的种种浅薄轻松的话题。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没有

远大的理想与抱负，也没有雄伟的主角形象与激昂的热

情，作者往往使用平易朴实的叙事手法来描绘艺术形象，

创作出平淡无奇但却更为真实和丰富的世俗形象。说唱

文艺是明代通俗艺术的重要形式之一，为了满足听众的

需要，说唱文艺通常十分重视情节的曲折和细节的真实，

曲折的情节和真实的细节对听众来说具有更大的吸引

力，是作品成功的关键因素，要实现这两个目标，艺术

创作中的叙事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所谓叙事手法，放在说唱文艺中其实也就是讲故事

的方法。叙事学理论家托多洛夫认为叙事手法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就是表达故事中的“他”和叙事话语中“我”

的关系，也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和叙事者的关系。托多洛

夫认为二者的关系有三种可能，其中一种是叙事者采用

站在人物后面的方式，他能够看到人物眼前所见，也能

知道人物的所感所思，还能够知晓事件的各个细节和因

果关系，他的视野大于人物的视野。托多洛夫认为这种



叙事手法可以拉近读者和人物的距离，容易被读者接受，

产生共鸣。明代许多优秀的话本所采用的就是这种叙事

手法，说话人大多通过这种大于人物的视野来表现自己

的思想倾向，使听众更易于接受。以编入《京本通俗小

说》的话本《错斩崔宁》为例，说话者在开讲之前，显

然已经对整个故事有了周详细密的构思，故事如何开头、

发展、结尾，都做了通盘的考虑和精细的安排，说话者

采用大于人物视野的叙事手法，讲说时着眼全局，平易

流畅而又从容不迫。故事一开头，说话者便通观全局，

发表评论：“看官听说：‘今日说一个官人，也只为酒

后一时戏言，断送了堂堂七尺之躯，连累二三个人枉屈

了性命。’”事情继续往下发展，经历了一系列因为十

五贯钱而牵扯出来的命案：刘贵被小偷杀害，刘贵之妾

陈二姐蒙冤被杀，原本与刘贵一家毫无关系的崔宁卷入

案件，亦蒙冤被杀。故事讲完之后，说话者再一次做出

“劝君出言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的总结。整篇作

品的叙事手法有意迎合了社会地位不高的市民听众那

种往往将各种灾祸解释为个人命运不好的思想和心理，

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削弱了作品本身对黑暗社会的批判

力量，但另一方面却提高了作品在市民阶层中的接受程

度。 

 这种叙事手法在凌濛初的“三言”、“二拍”中也

有一定的体现，也就是小说叙事手法的稳定性和“引诗

+叙述者议论+入话+叙述者评论+正话+尾评”的模式化。

“作者所采用的表现方式或观点，读者由此得知构成一

部虚构小说里的人物、行动、情境和事件” [8](P261)，通

过这种叙事模式，故事的主旨变得更为鲜明，同时缩短

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呈现给观众的是带有丰富的

人间味道的世俗日常生活画卷。 

 从明代中叶之后才兴盛起来的木刻版画，无论从题

材、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与审美意识，都与这一时期的

其他艺术血脉相连。明代版画所放射出来的光彩是前代

不能企及的。版画取得的这种成就，与其采取的平易的

叙述方式密不可分。作为单纯视觉艺术的木刻版画，“在

刻画上，既不是千军万马，也不是密屋填巷，就由于在

构图上能创造性地组织了不受空间局限的画面，才能收

到简洁而又丰富的表现效果” [9](P79)。 

 第二，灵活多样的结构方式。明代后期，在世俗世

界中所生发出来的个性的独立和张扬，日益疏远和背离

了传统的美学，受此影响，艺术创作的结构方式也开始

表现得灵活多样。小说中以《水浒传》为代表的线型结

构，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扇形结构，以《金瓶梅》

为代表的圆形网状结构等等，明显地表现出这种转变。

沈璟的戏剧创作注重“风世”和剧本的道德意义，同时

也注重剧本对市民舞台的适应。以《博笑记》为例，这

部作品由十个小故事组成，每一事篇幅为几出，合数事

为一记，每一个故事都是独立的片断，长短不一，既不

像杂剧拘束于四折之中，又不像传奇强为穿插，这样的

结构方式灵活多变，十分适合市民阶层的世俗口味。 

 在这一时期艺术家的思想中，显示出突出个性与背

离传统的倾向，“审美趣味中出现的这种倾向，表明文

艺欣赏和创作不再完全依附或从属于儒家传统所强调

的人伦教化，而是在争取自身的独立性” [10](P322)。晚明

的小品文很明显地带有这一特点，它从传统的古文体制

中解放出来，从复古摹古转向师心自运。传统古文中严

格的布局结构到了晚明都被打破，晚明小品文卸下沉重

的传统负担，以悠然自得的笔调和灵活多样的结构样式，

自然地表达着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悟。小品文不像小说戏

曲等艺术形式需要经营情节结构和塑造人物性格，更不

用像传统古文及诗歌，需要讲究起承转合，追求句式工

稳，这使得它成为同时期文体中最为自由的一种样式。

晚明小品文的样式很多，除了如随笔、杂文、日记、书

信、游记、寓言等常见的样式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

一种以一连串的意象连缀而成的小品。陈继儒的《书画

金汤》中《善趣》一段写道：“善趣：赏鉴家 精舍 净

几 风日清美 瓶花 茶笋橙桔时 山水间⋯⋯睡起病余漫

展缓收”，从外在结构来看，这种小品文不但没有具备

一般文章的章法和句法，甚至连完整的句子都没有，但

细品之下不难发现，这些独立的词语之间存在着一种独

特的联系，正是这种灵活的结构方式构成了独特的艺术

情境。 

 第三，浅白通俗的语言风格。明代后期，手工业、



商业的发展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李贽的“童心说”

倡导本色与至情，也在艺术创作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使这一时期艺术创作语言更为倾向于通俗化。英国文艺

理论家瑞恰兹认为，艺术家所使用的语言一方面与其所

要表达的思想有关联，另一方面还与社会的和心理的因

素有关。明代后期的艺术家生活在商业逐渐兴盛与市民

阶层日益兴起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艺术表述语言自然而然发生变化，与整个社会的语境相

适应。小说在明代后期愈加繁荣起来，这与市民阶层具

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且因为其对社会生活逻辑的真实

而具体的描绘而包含极大的艺术力量和巨大的发展潜

力。随着市民阶层对小说的接受与热爱，依据一般市民

对精神产品的需求程度以及欣赏水平和嗜好，明代后期

小说创作的通俗化与平民化越来越明显，这其中最鲜明

的特点之一就是语言风格的浅白通俗。嘉靖年间市民社

会的发展，要求小说突破唐宋传奇的文言体式，按照市

民口味重新做出调整，在语言表述上力求口语化，要求

小说能够易观易入。 

 明代后期，通俗文艺被大众所喜爱和接受的大背景

是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市民趣味的形成，市民的需求构成

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受众领域。这种新的趋势，

要求艺术语言找到适合进一步发展的因素，通过更新艺

术形式来开拓空间。明代后期思想潮流倡导本色与至情，

这种理论代表了市民趣味中最真挚的一面，不仅重视本

能，俗言俗语，而且更在于抒张自己的个性与主张。徐

渭同样赞扬俗而真，他在《题昆仑奴杂剧后》中说：“语

入要紧处，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

才是好水碓，不杂一毫糠衣，真本色”，“点铁成金者，

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

《翠乡梦》中玉通和尚上场时道白说：“南天狮子倒也

好堤防，倒有个没影的猢狲不好降。看取西湖能有几多 

水，老僧可曾一口吸西江。” [11](P106)这段道白似偈似诨，

语义浅显易懂，非常直观地勾勒出了玉通和尚的大致性

格，使剧本之后的情节发展也即玉通的破戒变得合乎情

理；《雌木兰》中描写木兰决定替父从军时的心情：“军

书十卷，卷卷把俺爷来填。他年华已老，衰病多缠。⋯⋯

休女身拼，缇萦命判，这都是裙钗伴。立地撑天，说什

么男儿汉？” [12](P108)这些语言的运用平易浅白，丝毫没

有减弱艺术形象的感染力，使一个忠孝两全的木兰形象

跃然纸上。 

 总而言之，明代后期的社会境况无论是从经济关系

还是从人文思潮上都有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也都在

这一时期内的艺术风格上有了明显的表现，呈现出与明

代前期不同的特点——世俗化。这一时期宣扬的是“寄

意于时俗”的创作倾向，提倡艺术创作者从日常起居之

中提取创作素材与元素，欣赏用最浅最俚也最真的语言

摹写世情，着意于艺术创作之用在于供人消遣玩味。这

些世俗化的艺术创作理念，同当时社会逐渐壮大的市民

阶层以及艺术品的商品化倾向一起，有力地促进了这一

时期艺术创作世俗化趣味的出现以及创作的空前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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